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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异质性视角下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 2037 个农户的 PSM-ATT 检验 

王珏，范静，姜卓简 

(吉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8) 

摘 要：为检验三权分置下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借助倾向得分匹配-处理效应方法，在控制农

户家庭及其分布地区禀赋异质性前提下，分别从总体、转入和转出以及地区方面分析中国 8个省份 2 037个农户

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在土地流转后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从总样本来看，参与土地流转可提

高农户可支配收入增长水平；细化转入和转出行为后发现，转出土地农户的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水平要高于转入

土地的农户；从地区分样本来看，土地流转在巩固既有收入来源优势的同时，还会衍生新的收入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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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income: Based on the natural endowment  

heterogeneity and a PSM-ATT test of 2037 rural households  

WANG Jue, FAN Jing, JIANG Zhuoji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8,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test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 on the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under the three rights division, controlling the endowment heterogeneity of household and the distribution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PSM-ATT metho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 of disposable income, wage income and property income 
of 2 037 farmers in 8 provinces of China after land transf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nd circulation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disposable income as a whole; the average growth of disposable income of transferring ou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ransferring in when comparing different land circulation behavior; the land circulation could increase revenue growth as 
well as consolidating the advantages of income sour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when viewing from region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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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三农”问题核心的农民增收一直是备受

关注的焦点。2016年《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
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提出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保障农村土地顺畅流转，促进适度

规模经营，把握不同区域农民增收的着力点，增加

农民收入。土地流转是从内生动力提升及外部环境

完善两个方面促进农民增收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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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财富属性、制度建立及价值实现受到国

外学者较多关注。大规模土地交易可以提高农户生

产经营收入及财产性收入，有助于农民脱贫[1]，但

只有综合考虑农民、社区及国家利益基础上建立的

土地制度才是土地财富属性有效实现的保障[2]。新

的制度将释放土地的财产性潜力，活跃土地流转市

场，并与非农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正相关[3]，具备保

障性的财产性收入还可促进减贫[4]。随着国内土地

流转市场活跃度增加，土地财富属性彰显，国内兴

起关于土地流转与农户收入变化关系的研究。这些

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

的作用机制。有学者提出，当农业集约化发展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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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规模收益之前，一味扩大经营规模未必提高农

户生产经营收入[5-6]；但也有学者利用 Ologit模型、
双重差分法(DID)及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检验
二者关系得出，土地流转可提高农户收入[7-16]。土

地流转对于转入及转出农户收入变化的作用机制

不同，具有农业生产优势禀赋的农户转入土地后生

产经营性收入将显著增长；对于转出土地农户而

言，由于务工及财产性纯收入与农业经营收入相比

具有一定稳定性和持续性，因此其收入变化水平普

遍高于转入土地的农户[7-11]。二是土地流转导致的

农户收入结构调整。有学者认为土地流转的持续推

进将在完善现有土地制度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农民

收入增长，微观上改变现存农户收入构成比重，宏

观而言则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12-16]。 
现存文献运用不同方法较好地探索了土地流

转与农户收入关系，但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首先，受家庭特征及分布地区影响，禀赋异质性对

农户收入变化影响明显，在应用 DID模型前如没有
就处理组与控制组进行禀赋趋势一致性匹配，将致

使运算结果因两组家庭收入构成、增长方式等外部

环境的影响而失真；其次，已有研究通过引入地区

哑变量规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收入差异，但

还缺少基于各地区农户既有收入构成差异的深入

讨论，且没有考虑在地区既有收入结构差异下土地

流转对农户收入变化的影响。基于此，笔者拟借助

倾向得分匹配-处理效应(PSM-ATT)方法，构建一个
已参与土地流转农户在“未参与”状态下收入变化

的“反事实框架”，控制家庭禀赋异质性可能对农

户收入变化的影响，分析完全由于土地流转引起的

农户收入水平的变化。 

二、研究假设与分析方法 

1．研究假设 
收入的变化可以从收入增量的变化和收入结

构的变化两个层面衡量[10]。收入增量的变化指可支

配收入或其构成要素绝对值的变化。农户可支配收

入一般由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及财产性

收入三个部分构成。从生产要素禀赋出发，土地流

转通过直接改变农业生产中土地这一固定要素的

投入，影响生产函数的作用效果，从而作用于农业

生产经营收入的变化。同时，土地要素的变化还决

定劳动力要素的调整。伴随家庭拥有土地面积的变

化，单位面积土地经营所需劳动力数量随之改变，

兼业型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势必受到影响。而作为农

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的土地租金是转出土地农

户一项不可忽视的可支配收入。 
研究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变化的影响，需进一

步阐述各项收入间可能存在的替代关系。以转入土

地的农户为例，若有限的土地经营规模上滞留过剩

劳动力，则存在牺牲工资性收入以维持较高农业生

产经营水平的风险。中国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与城

镇化程度不一，无法统一土地与劳动力最优适配

比，从而难以明确基于固定劳动力水平的农业生产

经营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间的作用关

系。因此，为避免对单一收入评价的偏颇，引入农

户可支配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评价土地流转的作

用效果更有利于对农户收入的改善提供方案。据此

提出假设 1：参与土地流转农户的可支配收入增长
水平可能高于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 
农户存在固有的资源禀赋异质性特征，禀赋的

异质性不仅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土地流转，还决定了

其在土地流转中的参与方式是转入还是转出，进而

表现为对农户收入变化的不同作用路径[17-18]。从土

地转出与收入的关系看，土地转出对于外出务工及

农民财产性权益均有显著性影响。2015年中国城镇
化率达到 56.1%，农民名义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
选择外出务工农民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家庭财富

(自有耕地及可投入资本)较少，无法进行规模生产，
导致生产经营能力相对较低；二是个人特征指标良

好(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具备在非农
生产部门从事劳动输出性工作能力，其外出务工可

获得相对较高的工资性收入。这部分特征农民将自

有耕地流转后，一方面可获得土地转出后稳定的财

产性收入，另一方面可获得熟练工种的工资性收

入，有利于其总体收入水平的稳定增长。从土地转

入与收入的关系看，家庭承包经营制释放了农业生

产的内生动力，稳定农户承包权，引导土地经营权

有序流转是发展农业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

高劳动生产率，扩大规模收益的机制保障。家庭财

富特征较好且具备规模经营能力的农户通过土地

转入可实现节本降耗等技术应用，实现规模化经营

带来的规模收入、结构收入及降耗收入增长。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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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对具备异质性资源禀赋的农户收入作用

路径截然不同，有必要针对具体流转行为检验作用

效果。据此提出假设 2：转出土地农户的收入增长
水平可能高于转入土地农户。 

收入结构的变化表现为收入构成比重是否发

生改变。在样本地域跨度较大的情况下，地区禀赋

各异，各地区存在既有的收入增长差异及惯性，土

地流转对收入结构变化的平均处理效应在不同地

区的表现可能存在异质性。据此提出假设 3：土地
流转可能打破地区既有收入增长惯性，衍生新的收

入增长点。 
2．分析方法 
本研究拟评估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

即土地流转对农户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如果将全部

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构成“处理组”，而将未曾参

与过土地流转的农户构成“控制组”。那么，一个

看似有效的做法是直接对比处理组与控制组在土

地流转事件发生前后收入变化之差，即双重差分估

计方法。但该方法要求数据来源于自然实验或准实

验过程，也就是说所有农户通过“抛硬币”或者其

它方式近似随机地被分在处理组或者控制组。而事

实上由于各农户初始条件不同，其是否参与土地流

转的决策与未来预期收入是相关的，即是否参与土

地流转是自我选择的结果[9]。鉴于选择偏差的存在，

使用 DID方法进行估计并不合适，获得的结果将产
生偏误。如果将关注的重心转向参与土地流转的农

户的未来收入是否会比这些家庭未参与土地流转

的未来收入更高，转出土地与转入土地农户收入变

化情况是否存在不同，或者考察那些有资格参与土

地流转却并未参与的农户的未来收入变化，采用政

策评价中常用的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方法(ATT)则
是较为合理的选择。由于所使用的数据样本并非随

机分布，平均处理效应估计可能受影响因素作用的

混淆而产生偏误[19]。Rubin 提出基于反事实框架的
倾向得分匹配法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方法

也被广泛应用于对各类经济干预政策效果的评估。

在给定控制变量多维向量(X)的条件下，倾向得分匹
配法将个体进入处理组的条件概率记为个体的倾

向得分 p(Xi)，其表达式为 p(Xi)=Pr{D=1|Xi} 
=E{D|Xi}。其中，D={0,1}表示个体是否参与实验或
接受处理。据此，如果倾向性得分可以求出，那么

参与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回报的平均处理效应

(ATT)便可以由以下途径识别： 
ATT=E{Y1i|Di=1,p(Xi)}－E{Y0i|Di=0,p(Xi)}|Di=1} 
上式中，Y1i、Y0i分别表示处理组与控制组反事

实情况下的隐藏结果，“i”表示实验个体。使用倾
向得分匹配方法估计平均处理效应需要满足两个

基本假设：均值可忽略性 E(y|X,D)=E(y|X)与重叠性
P(D=1|X)＜1，统称为强可忽略性，这种稍强于引入
工具变量的假设可用于解决非自然实验可能产生

的内生性问题[20]。将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基本思想应

用到本研究中，其基本逻辑可以表述为：将参与土

地流转的农户(处理组)与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
(控制组)样本逐一匹配，使控制组与处理组的主要
特征尽可能相似；然后，利用控制组模拟处理组的

反事实状态(即未参与流转)，比较农户在参与和不
参与土地流转这两种互斥事实下的收入差异。在进

行 PSM-ATT 检验前，本研究还将计算在未控制影
响农户收入的禀赋变量前提下，土地流转对农户收

入的影响。一方面验证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作用

机制，另一方面探寻控制禀赋异质性后二者作用效

果的变化，从而保障结果的科学性及准确性。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可支配收入、工资

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对其家庭

各项收入带来的影响可由参与土地流转前后各项收

入的差值表示。为消除可能出现的异方差，缩小绝

对数值、便于计算，对被解释变量均作对数处理。

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参与土地流转，设定为虚拟变

量，若该农户参与了土地流转，取值为 1；若没有参
与土地流转，则取值为 0。影响农户收入的禀赋异质
性因素主要体现在家庭的个体特征和财富特征两个

方面[8]。家庭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家庭成员的年龄结

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家庭财

富特征包括家庭收入、金融资产及负债情况。本研

究将农户的户主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和资源禀

赋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同时考虑地理因素的影响，

加入地区控制变量。最终选取户主年龄、受教育程

度、婚姻稳定状况作为个体特征的变量；选取能体

现农户从事务农或非农生产经营的外出务工人口数

作为人力资本能力变量；选取家庭耕地面积代表农

户生产经营的资源禀赋状况及参与土地流转的能力

变量；考虑样本数据涉及多个省份，还设置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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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变量(受到样本数据限制，可能对检验结果产生
影响的政策性因素未能完全控制)。据此，在控制农
户禀赋异质性因素前提下，检验土地流转对农户收

入变化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及计量结果分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

入分配研究院联合国内外专家于 2014 年 7—8 月进
行的项目编号为 CHIP2013的第五轮全国范围调查，
按照东、中、西部和系统抽样方法取得覆盖 15个省
份 126 个城市 234 个县区的样本数据。该数据库主
要考察城乡居民收入与生活状况，数据涉及住户个

人层面 2013年的基本信息、就业信息、主要收支信
息，具体包括收入、支出、住户成员个人情况、劳

动时间安排、就业、资产、耕地流转、农业经营等

内容。根据研究目标，以农户为考察样本，剔除未

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及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最终

得到覆盖辽宁、江苏、广东、河南、安徽、湖南、

四川和甘肃的 2 037个有效农户样本数据。东、中、
西部的样本占比分别为 31.1%、47.3%和 32.5%。样
本区农户参与土地流转情况见表 1。 

表 1 总体农户样本地区分布及其参与土地流转情况 

类型 总农户数 参与流转户数 占比/%

总体 2 037 783 38.40 
东部地区 广东 230  70 30.43 
 江苏 246  87 35.37 
 辽宁 354 101 28.53 

中部地区 安徽 348 112 32.18 
 河南 308 177 57.47 
 湖南 212 114 53.77 

西部地区 四川 205  99 48.29 
 甘肃 134  23 17.16 

 
考察土地流转对农户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

入、财产性收入的影响(表 2)，总体样本中，参与土
地流转与农户收入呈正相关，工资性及财产性收入

尤为显著，参与流转户比未参与流转户的收入均值

高 6.1%、30.5%、40.9%。从地区样本来看，除西
部地区的可支配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与这一趋势相

反外，其他地区均表现为参与土地流转户各项收入

高于未参与土地流转户；中部地区工资性及财产性

收入差值在这一趋势上的显著程度远超整体均值

水平，符合中部地区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占比较高的

现实情况。 

表 2 参与流转户收入与未参与流转户收入的比较 万元 

类型 
平均可支配 

收入 

平均工资性 

收入 

平均财产性

收入 

参与流转户 总体 3.87 2.16 0.63 
 东部 4.9 2.11 0.61 
 中部 3.45 2.39 0.61 
 西部 3.05 1.48 0.75 

未参与流转户 总体 3.64 1.66 0.45 
 东部 4.81 1.78 0.57 
 中部 2.43 1.42 0.22 
 西部 3.16 1.83 0.59 

 
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前，作为参照，对总体样

本土地流转与各项收入的关系进行简单回归。在未

控制其它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土地流转对可支配收

入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0.09，即每流转一公顷土地，
农户可支配收入增加 9%，对工资性收入的平均处
理效应为 34.1%，对财产性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80.7%，且均在 1%水平上显著(表 3)。这一结果可
能存在选择偏差和遗漏变量等问题，还需要通过更

为严谨的实证分析进行验证。 

表 3 农户各项收入与土地流转相关性分析 

解释变量 
可支配收入 
的对数 

工资性收入 
的对数 

财产性收入

的对数 

是否参与土地流转 0.091 5 0.293 2 0.591 5 

截距 4.455 0 3.226 0 1.569 0 

t值 9.320 0 3.950 0 7.450 0 

p值 0.000 0 0.000 0 0.000 0 
 
1．土地流转与农户可支配收入变化 
为避免单独考虑各项收入变化造成的偏颇，从

是否参与土地流转的角度，本研究仅衡量农户可支

配收入的变化。通过倾向得分计算，将五维向量 Xi

的信息压缩到一维，选取四种匹配方法计算平均处

理效应，最后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 参与土地流转户的 ATT 估计结果 

匹配方法 
被解释变量 

K阶近邻匹配(K=1) 卡尺半径匹配 核匹配 马氏匹配 

可支配收入的对数 0.095 4(4.65)*** 
[0.020 5] 

0.091 5(5.09)*** 
[0.018 0] 

0.097 1(6.13)*** 
[0.015 8] 

0.089 2(4.60)*** 
[0.019 4] 

注：( )内数值为 t值，[ ]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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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结果上看，四种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相

近，且估计结果均在 1%水平下显著。从经济意义

上看，该结果表明参与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平均

效应为正，土地流转可使农户可支配收入增加

10.01%。由 ATT估计结果可知，这与之前简单回归

的结果相近，符合研究的预期。这体现了中国土地

市场改革成效，在土地产权逐步明晰、土地权益充

分下放农民、土地流转市场逐渐完善，土地市场价

值凸显后，土地流转对农户总体收入水平的增长起

到了促进作用。若深入思考“反事实”框架的经济

学意义，可知处于控制组的农户与参与土地流转的

农户具备相似的个体特征与资源禀赋特征，即控制

组农户具备参与土地流转的能力，其未来可能会参

与到土地流转中，则其收入也将实现显著增长，这

赋予了 ATT估计结果更深远的现实意义。 
2．转入或转出土地与农户收入变化 
选择转入或转出土地是农户基于自身资源禀

赋综合考量的理性选择。选择转入土地的农户势必

拥有更高的土地产出效率，其拥有的资源禀赋能够

承担更大规模的经营，且回报率高于非农的工资回

报率；选择转出的农户则是更倾向于获得非农的工

资性收入及土地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因此，本研究

将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细化为转入及转出两种类

型，分别考察土地流转对其收入变化的影响。考虑

到禀赋异质性问题依然存在，仍需设置相关控制变

量，分别计算转入及转出家庭的平均处理效应，并

进行平衡性及稳定性检验，估计结果如表 5①所示。 

ATT估计结果显示，家庭耕地面积对于转出土

地行为影响仅为 0.92%，转出土地与转入土地对农

户各项收入的影响存在较为显著差异。从可支配收

入来看，转入、转出土地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

“非对称性”，转出土地农户的可支配收入平均增

长幅度比转入土地农户高 0.28%，验证了已租出土

地的农户收入增长幅度显著高于已租入土地的农

户收入增长幅度的结论[7]。主要原因是现阶段工资

性收入回报率总体上要高于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

而短期内农业经营风险则可能导致转入土地农户

收入下降。更为显著的差异体现在对工资性及财产

性收入的影响上。转出土地的农户工资性及财产性

收入平均增长幅度为 72.27%和 90.24%；而转入土

地的农户两项收入平均增长仅为 0.51%和 12.65%。  

表 5 转入和转出土地户收入变化的 ATT 估计结果 

 转入土地户 转出土地户 

可支配收入对数 
的 ATT结果 

0.067 4(3.72)*** 
[0.018 8] 

0.070 0(3.73)*** 
[0.018 0] 

工资性收入对数 
的 ATT结果 

0.005 1(0.03) 
[0.155 4] 

0.543 9(4.03)*** 
[0.134 9] 

财产性收入对数 
的 ATT结果 

0.119 1(2.11)** 
[0.136 9] 

0.643 1(4.54)*** 
[0.131 9] 

年龄 0.018 1(2.09)** 
[0.008 6] 

0.049 3(6.82)*** 
[0.007 2] 

受教育程度 0.090 3(4.16)*** 
[0.021 7] 

0.072 7(3.91)*** 
[0.018 6] 

婚姻状况 0.386 7(2.44)** 
[0.047 5] 

0.355 3(2.72)*** 
[0.130 5] 

外出务工人口数 0.352 5(7.42)*** 
[0.047 5] 

0.509 7(11.78)***
[0.043 3] 

家庭耕地面积 0.015 7(2.81)*** 
[0.005 6] 

0.009 2(1.71)* 
[0.005 4] 

截距 -4.426 5(-0.55) 
[0.4176] 

-5.134 7(-13.75)***
[0.373 4] 

注：( )内数值为 t值，[ ]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水平下显著；限于篇幅，未列出地区虚拟变量。 

根据上述结果可知：第一，家庭耕地面积对土

地转出行为影响微弱。这是因为土地流转市场成熟

度还较低，市场化定价机制尚未形成，土地价值难

以充分彰显。耕地面积对于农户转出土地的促进作

用仅为 0.92%，且仅在 10%水平下显著，说明土地
价值并不是农户选择转出土地的主要考虑因素。但

鉴于土地租金收入仍是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的主

要来源，因此转出土地户的财产性收入平均增长水

平仍远远高于转入土地户。第二，转出土地农户的

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幅度高于转入土地的农户。一

方面，工资性收入仍是拉动农户收入增长的主要来

源，其整体水平普遍高于农业生产经营收入，转出

土地的农户将从土地中解放出的劳动力投入到回

报率更高的务工劳动中，其工资性收入平均增长幅

度达 72.27%，显著提升农户可支配收入水平。另一
方面，农业规模经营产出率偏低使得转入土地农户

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规模化经营效益依赖于先进的

农业生产技术、高效的机械化覆盖、合理的“人地

比”以及现代化的管理模式[21]。受人力资本质量、

经济发展、信用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农业规模经营

存在技术采纳程度较低、机械化操作粗放、“人地

比”偏高、现代化管理制度缺失等问题，导致农业

规模生产效率低下。粗放式的规模经营不仅难以获

得相匹配的规模收益，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力还

难以获得其他工资性收入，延缓了农户收入渠道多

元化发展步伐，制约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第三，

基于土地流转收益安全考虑，短期内，若转入土地

农户遭受农业自然灾害或市场风险，势必面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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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绝对或相对下降的可能，但转出土地农户收入

的增长则相对可以保障。从长期来看，在土地规模

经济规律和非农就业收入规律作用下，土地流转对

于农户收入增长的促进效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

持续性[6]。 
3．土地流转与农户收入变化的地区异质性 
中国各地农业资源禀赋各异，生产方式多样，

农户个体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

业发展模式和不同的农民收入结构。从固有优势来

看，东部发达地区是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

集约化程度最高，土地流转占比超过 60%，市场化
程度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其

总收入的 46.2%；河南、安徽等地由于农业规模化、

机械化程度较高，土地流转占比超过了 37%，市场
化定价机制逐步建立，经营性与工资性收入贡献率

相当；甘肃等西部地区还处于机械化程度较低的粗

放式传统农业发展阶段，土地流转占比低于 35%，
市场化定价机制还未建立，农户收入来源较为单

一，主要是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且总体低于全国平

均收入水平(表 6)。通过对总样本平均效应的分析可
知，参与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增长存在明显促进作

用，但对各项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一。基于此，

本研究拟估计土地流转对各地区农户收入变化的

影响，以探知土地流转在不同区域农民增收过程中

的作用。 

表 6 不同地区农业发展特征及农户收入结构统计数据 
农户收入结构/% 

 
第一产业 
产值比重/% 

人均耕地 
面积(公顷) 

农业机械化 
程度(万千瓦) 

人均可支配 
收入(元) 经营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东部 11.32 0.111 3 10 334 15 000 35.3 46.2 2.6 15.9 
中部 19.86 0.098 7 24 184 11 782 39.7 36.4 1.5 22.4 
西部 21.98 0.128 0  7 088  9 330 42.5 31.4 1.9 24.2 

注：表中数据为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局网站，中国农业年鉴(2014)及土流网数据整理得到。  
同样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采取四种方法匹配

后计算自助标准误，匹配结果均通过平衡性检验，

在此仅列出 K阶近邻匹配(K=1)估计结果(表 7)。 

表 7 不同地区土地流转户收入变化的 ATT 估计结果 
地区分布 

收入类型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可支配收入 0.093 7(2.46)*** 
[0.038 1] 

0.143 9(9.02)*** 
[0.016 0] 

-0.039 1(-1.71)* 
[0.022 9] 

工资性收入 0.600 8(3.14)*** 
[0.191 1] 

0.513 7(2.21)*** 
[0.232 0] 

0.067 2(0.20) 
[0.032 9] 

财产性收入 0.383 8(1.92)* 
[0.200 1] 

0.769 0(3.64)*** 
[0.211 3] 

-0.068 6(-0.20) 
[0.344 3] 

注：( )内为 t统计量，[ ]内为自助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  
从表 7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参与土地流转农户

的工资性收入平均处理效应高于中、西部地区，这

是因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率位于全国前

列，非农就业机会较多，非农劳动力报酬较中西部

地区高，农户流转土地后既有的财产性收入优势仍

可保持，相对丰厚的工资性收入能促进农户劳动力

转移，土地流转进一步巩固了东部地区既有的收入

增长优势。中部地区参与土地流转农户的财产性收

入平均处理效应明显大于东、西部地区，较之以往

固有的收入结构，土地流转后出现了新的收入增长

点。这是源于中部地区一直以来的财产性收入基数

较低，仅占可支配收入的 1.5%[22]。随着土地流转

市场逐渐成熟，规模化经营程度提高，土地价值市

场化体现，在安徽、河南这种劳动力转移相对较多

的地区，务工农户的土地流转收入增长明显。西部

地区估计结果显示，只有可支配收入在 10%水平下
显著。由于西部地区独特的地质地貌特征，长期以

来形成了以粮为主的单一农业生产结构，加之西部

地区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

民劳动力转移，因而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相对缓慢

（如甘肃省农户参与土地流转比例仅为 17%），土
地价值还未得以体现，因此土地流转在该地区的平

均处理效应并不显著。综合考察不同地区土地流转

平均处理效应的异质性，土地流转不仅可巩固各地

区既有收入增长优势(东部地区财产性收入与中部

地区工资性收入平均效应也十分显著)，还可提供农
民收入的新动力源。 

四、结论及其启示 

上述研究借助覆盖东、西、中部 3个地区 8个
省份 2 037个农户微观调研数据的 CHIP2013样本，
利用 PSM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在控制禀赋异质性

特征的前提下，检验了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增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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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变化的平均处理效应，得出研究结论：从总样

本来看，参与土地流转可提高农户可支配收入增长

水平，符合总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趋势；在控制禀赋

异质性特征后，土地流转的平均处理水平比简单回

归结果高 0.39%，进一步验证了土地流转对农户可
支配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细化转入和转出行为后

发现，转出土地户的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水平要高

于转入土地户，农户是否转出土地基本不受家庭耕

地面积的影响；从地区分样本来看，土地流转在巩

固各地区既有收入来源优势情况下，将衍生新的收

入增长点。 
以上研究结论对于促进土地流转和提高农户

收入具有以下启示：首先，应引导农户根据自身禀

赋特征参与土地流转，分享土地流转红利。加强农

民职业技术能力培训，提升农民的职业化水平，鼓

励有条件的农户扩大生产经营能力，适度转入土

地，实现规模经营；通过推进城镇化进程，鼓励农

民兼业经营，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引导农户转

出土地。其次，深度盘活资源性与经营性资产，确

定资产经营管理模式，促进农业生产边界进一步优

化的同时赋予农民充分的财产性收入。最后，结合

各地农业资源禀赋及农业生产特色，在明确各地区

农民增收主渠道及着力点的前提下，挖掘东、中部

地区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潜力，拓展西部地区农业内

部增收空间，把握不同区域农民增收契机。 

注释： 

① 限于篇幅，仅列出 K阶近邻匹配（K=1）时的计算结果，

如需其它匹配结果、平衡性及稳定性检验结果，均可向

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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